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落地不生根：上海皖南小三线人口迁移研究＊

陈　熙　　徐 有 威

［摘　要］小三线建设是以一线城市的工厂内迁方式展开的，工人和家属随厂内迁成为了小三线建设的
重要部分。上海皖南小三线建设中七万余职工和家属经历了从城市被动员到山区，再从山区回调到城市
的流转过程，形成这一时期特殊的人口迁移流。其中人口迁移与小三线建设工厂的转折兴衰密切相连，移
民成为了观察小三线发展演变的一个切入口。研究认为，单纯依靠行政动员而牺牲经济利益的做法，使得
小三线移民无法持久，尽管上海小三线职工和家属在皖南落地２０余载，但却始终未能在当地生根。

［关键词］上海后方基地；皖南；小三线建设；移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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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出于备战的需要，中国在２０世纪六七十年代掀起了一场大规模的以建设后方军工基地为主要目
标的三线建设运动。在全国性的大三线建设开展后不久，毛泽东便决定推广广东经验，要求一线省市
在省内建设自己的常规武器基地，以便战时独立作战。相对于全国性的大三线建设，各省区市投资的
以生产团级以下武器装备为主的地方军工则被称为小三线。由于大小三线皆以工厂内迁的“嫁接”方
式开展，因此形成了规模浩大的自东向西的工业迁移流，而大批产业工人、家属和干部的随厂内迁，则构
成了一股持续性的西进移民潮———或向西迁往西南西北腹地，或迁往省区市内后方山区。不同于这一
时期其他以疏散城市过剩人口为目标的移民，三线移民的主要对象是生产性人口，以产业工人、部分家
属和干部为主，因而在移民的动员、安置、管理以及移民所产生的影响等一系列问题上都具有其独特性。
对三线建设的研究始于２０世纪８０年代末期，学界对三线建设的原因、发展过程、产生的影响和

历史意义等系列问题进行探讨，试图从中得到对西部大开发有益的经验，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陈东林
的《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①。此后，研究领域逐步拓宽、细化，覆盖到三线建设的其他
诸多领域，诸如对三线建设的决策过程与成因分析②，对三线建设工业布局和城市化问题的探讨③，三
线企业的改造与调整④等。然而，上述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三线建设中的大三线建设方面，而对小三
线建设的研究仍十分薄弱。
近年来，小三线建设逐步进入学术界研究视野。目前对小三线建设的研究主要从区域视角着手，

成果主要集中在对上海、新疆、河北、福建和湖北等地小三线的研究⑤。徐有威以及小三线建设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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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调整改造》，《当代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２年第３期，第３４～４２页；段伟：《安徽宁国“小三线”企业改造与地方经济腾飞》，《当代
中国史研究》２００９年第３期，第８５～９１页；徐有威、李云：《困境与回归：调整时期的上海小三线———以新光金属厂为中心》，
《开发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１５２～１５５页。

刘建民：《河北“小三线”建设的回顾与评价》，《高校社科信息》２００４年第１期，２７～３２页；钟健英：《六十年代福建的“小三线”
建设》，《福建党史月刊》１９９８年第５期，第２３～２５页；谷桂秀：《闽北的小三线建设及其对当前经济建设的借鉴意义》，《福建党史
月刊》２０１２年第２１期，第２９～３１页。



团队就上海小三线问题进行了口述资料和档案资料的整理研究①，段伟对曾作为上海小三线重镇的
安徽宁国县的相关研究认为，小三线厂经改造后，对宁国县域经济和城镇发展起到积极的促进作
用②。崔海霞从社会史的角度研究了１９６５～１９８８年间上海小三线的社会生活面貌③。随着研究的深
入，目前对小三线研究已经从单纯的工业建设拓展到社会经济文化等领域，包括对小三线的民生问
题④、小三线职工的婚姻问题等⑤。不过，目前的研究仍然极少涉及三线移民问题。
小三线职工在城市和后方之间的流动与小三线的兴衰起落密切相关，既是小三线建设的重要部

分，也是把握小三线发展脉络的切入口。在大量的基层档案和口述资料的基础上，本文集中对上海小
三线移民问题进行研究，以期达到管窥之效。

一　动　　员

１９６５年５月，时任上海市委书记曹荻秋和副市长宋季文带队到皖南进行实地勘察，并选定屯溪
（安徽徽州地委所在地）为中心建设上海后方基地，即上海皖南小三线也称为上海后方基地。搬迁动
员的试点工作随即展开。从７月４日开始，上海市根据中共中央“关于加强战备工作的指示”，先后在
上海无线电二厂、上海服装厂、建筑工程局７０２工程队、粮食局油脂公司、复旦大学（中文、物理两个
系）、普陀区胶州里委会、上海实验歌剧院、金山县金卫公社、奉贤江海公社秀南大队等九个基层单位
进行了备战动员⑥。突出强调战争威胁的紧迫性，号召民众积极做好备战工作，配合工厂和职工内迁。
然而，单一的备战理由并不足以完全说服工人内迁。工人中出现诸如“讲讲要防备打战，看看不

像会打战，大搬家不合算”之类的看法⑦。从上海迁到皖南山区，虽满足了国家的战略需要，却牺牲了
个人的实际利益，不单是收入水平、粮食定量、生活条件等经济方面，而且也包括夫妻分居、父母子女
分离等家庭社会方面。一份对三线迁厂职工的摸底报告称“许多人开始听到迁厂的消息，震动很大，
吃不下饭，睡不着觉，有的哭泣，有的埋怨”⑧。“不少工人无心生产，生产逐日下降；有的女工们躲在
厕所里放声哭泣；有的装疯、装病，保健室的病号也骤然增加起来。”⑨有些工人表示“工厂可以搬，自
己不愿去”瑏瑠。上海市支内领导小组将工人们的担忧归纳为“两留恋”“四害怕”：留恋上海大城市，留
恋安宁团聚的小家庭；怕内地生活艰苦，怕降低收入增加开支，怕亲属分居两地，怕老死在外乡瑏瑡。这
种类似焦虑情绪在小三线的移民动员过程中同样存在。
事实上，政府对于工人内迁可能遇到的困难有着清醒认识。八机部在一份关于上海动力机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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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域分布特点的历史地理考察———以安徽省宁国县为例》，韩国《中国史研究》２０１３年第８２辑。

崔海霞：《上海小三线社会研究》（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２０１３年。

张秀莉：《皖南上海小三线职工的民生问题研究》，《安徽史学》２０１４年第６期，第１４５～１５３页；徐有威、李婷、吴静：《散落在皖
南山区的海派文化》，李伦新等主编：《海派文化的创新发展和世界文明》，上海大学出版社２０１２年版，第１７１～１８６页。

徐有威、吴静：《危机与应对：上海小三线青年职工的婚姻生活———以八五钢厂为中心的考察》，《军事历史研究》２０１４年第４期，

第３４～４３页。
《中共上海市宣传部关于备战的动员报告及宣传要点》（１９６５年７月１４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Ａ２２－２－１２８８。

瑏瑠瑏瑡　《上海市支援内地建设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上海市工厂企业搬迁工作的情况报告》（１９６６年４月２７日），上海市档
案馆藏，档号：Ａ３８－１－３９４－２。
《上海市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上海五个厂迁往三线的工作报告》（１９６５年３月１２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Ａ３８－１－３４３－９８。
《中共上海市委工业生产委员会关于迁厂动员工作中各类职工思想特点的分析报告》（１９６５年２月２６日），上海市档案馆藏，

档号：Ａ３８－１－３４３－６３。



搬迁报告中称“对工人的动员显然要比搬迁工厂设备要困难和复杂得多”①。对此，提出的解决方案
是加强对职工的思想政治教育，提高政治觉悟。政治思想教育在此后的动员工作中被放在了首要位
置。一机部称，职工的内迁“必须以毛泽东思想挂帅……把政治思想工作做到各种人中去”，而“做好
人的政治思想工作是做好搬迁工作的根本保证”②。上海市要求工厂和基层干部做到“建厂先建人”，
并强调内迁必须建立在“人的思想革命化的基础上”③。
在随后的动员工作中，内迁被不断赋予新的更高的革命价值和政治含义。内迁在宣传中被称为

“是贯彻毛主席‘备战、备荒、为人民’的最高指示”④，“对缩小三个差别有着重大意义”⑤，“是为了支援
世界革命，是为了彻底埋葬帝、修、反”⑥。通过政治宣传，“使广大革命职工树立起支内建设的光荣感
和责任感”⑦。“文革”开始之后，内迁又被赋予了“文化大革命”的政治意义。第一轻工业部在１９６６
年１０月向内迁工厂职工发出号召称：“支援三线建设……乘当前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的东风”，
教育职工和家属应积极服从国家需要，听从调动，愉快内迁⑧。
除了正面的号召外，思想动员还给那些不愿意配合的职工施加压力。通过“以阶级斗争为纲，以

革命大批判为武器”⑨，“狠抓二条路线斗争教育”的方式瑏瑠，抵消职工对实际利益的个人盘算。上海良
工阀门厂在动员工作总结中称：“思想教育……使每个职工都受到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和识大体、顾
大局的爱国主义教育，使支援内地成为群众自觉的要求。”瑏瑡在类似的政治动员当中，工人们不得不在
国家要求和个体利益之间进行权衡。动员的压力并不仅仅针对工人，有时也指向那些对迁厂不太热
心的基层工厂领导。一机部在西北会议上表示，少支援一个人就是“反党”，微型电机厂党委副书记王
震中听后，担心被人戴上本位主义的帽子，因此在支内职工的安排上任由上级安排，不敢有异议瑏瑢。
上海工程机械厂对内迁提出不同看法，结果“被扣了很多帽子，说支援内地不积极、本位主义等等”瑏瑣。
思想政治动员的效果是显著的。“在经过厂的领导从上到下，从党内到党外层层做思想工作……

百分之九十八的群众都还是响应了党的号召而奔赴内地参加建设。”瑏瑤电器研究所所长崔镇华表示，
在内迁过程中，那些不愿意去的，后来通过政治思想教育，提高了认识，大多数人都愉快地去了瑏瑥。上
海九〇一厂的“工厂领导干部挨门逐户地做了家属工作，使百分之九十以上家属愉快地欢送亲人支援
内地建设”瑏瑦。还有当事人家属回忆，当时企业中首先动员那些比较老实的职工去皖南“支内”。
尽管如此，不同人群之间对内迁的态度仍是复杂的。中年职工牵挂家庭，老年职工担心客死他

乡，女职工则多舍不得孩子，对于资本家、小业主、“四类分子”，因为头上有顶“帽子”，不敢公开表示不
去瑏瑧。对于有些人来说，这是一次政治上有所表现的机会，此外亦有诸如工作调动等各种考虑，不一

·８０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⑨

瑏瑠

瑏瑡

瑏瑢

瑏瑣

瑏瑤

瑏瑥

瑏瑦

瑏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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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足。原上海皖南小三线八五钢厂副厂长许汝钟在回忆当年去皖南时，一方面是为了国家建设的需
要，另一方面也是为了变换当时不如意的工作环境，但只有三岁的小孩又让他心有不舍，在面对国家
的号召和动员时，各种因素都交织在一起了①。应该说，在响应国家号召和动员时，每个人内心的考
量都是不同的。
从人口迁移的角度来看，在经过思想政治动员后，职工内迁的主要推力已经形成，但上海与皖南

山区之间巨大的经济落差仍是无法忽视的阻力，因此，尽可能地消除经济上的阻碍对于内迁必不可
少。为此，国家经委确立了内迁职工工资“就高不就低”的原则，保证从一线迁往三线职工的工资标准
不下降。对于粮食定量问题，１９６５年９月４日召开的全国迁建工作会议上规定“职工粮食定量标准，
暂时执行就高不就低的原则”，期限是一年半②。以此保证内迁工人在工资和口粮方面不受影响。另
外，针对家庭牵挂问题，国家经委也规定，搬迁工厂的职工，最好能携带家属，如果暂时不能携带，也应
争取迅速创造条件，在最短时间内搬去。留下的职工家属原来享受的医疗等福利待遇，一律不变③。
在实际动员过程中，基层干部为了完成动员指标，往往对小三线地区的生产生活困难有意掩饰，

“艰苦方面讲得少，好的方面讲得多”，并开出一些不切实际的条件和许诺④。这种做法为职工在小三
线的安置埋下了隐患。大中华橡胶一厂在动员时许诺，到内地每户可以发到大米、煤、木柴各一百斤，
结果到了后什么也没有，工人意见很大。上海某厂党委副书记王新民到三线慰问时，被一位女工拉住
大衣质问：“你说××（指皖南山区）不冷，你怎么还穿大衣？”⑤基层干部的这些做法引起了上海市委
高层的警觉。上海市委在１９６６年的一份文件中要求基层干部“介绍内地情况要实事求是……必须避
免不切实际的宣传和许愿、不计后果的做法”⑥。不过，市委的文件收效甚微。对于基层干部而言，完
成上级分配下来的动员指标是首要的，如实宣传内地的艰苦条件，则无疑是增加动员工作难度，对完
成指标不利。因此，有意掩饰内地困难、进行不实宣传在基层动员过程中不可避免地存在。
尽管小三线移民具有自己的特殊性，但现代人口迁移模型在小三线移民动员和迁出方面仍可提

供有益的借鉴。在小三线移民中，社会经济因素依然是基本影响因素，但更显著的是政治因素。从沿
海城市迁到内地山区，对大多数的工人及家属来说，意味着实实在在的生活困难———物质短缺、夫妻
分居、父母子女无人照料等等。在当时业已形成的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中，迁往内地无疑是个人在社会
分层上的一次倒退。因而在动员工作的最初，大多遇到了工人们以及部分工厂领导层的抵触。尽管
这不会影响到工厂内迁的既定事实，但仍构成了迁厂的障碍。这时政治动员就成了消弭不满情绪的
工具。在动员过程中，不断拔高三线建设的重要战略价值，赋予内迁以崇高的政治意义，增加动员压
力，使得工人、家属以及干部将三线内迁内化为自觉的行动，这就构成了职工内迁的主要推力。而内
地和沿海城市巨大的经济落差、福利待遇等现实利益以及家庭关系受损则是内迁的障碍。为了保证
内迁工作顺利进行，就必须在国家需要和个人利益之间进行有限度的调和，对内迁工人在经济上进行
适度的补偿。可以说，增加政治因素的推力，减少经济上的阻力是说服工人内迁的最合理选择。

二　进　　山

上海小三线移民的一个突出特征是其组织的严密性。１９６８年，上海市规定“上海后方企业一律
不得自行从所在地招收人员，以及从其他地区调入人员。凡需从当地招收人员的，应经主管局革委会
审查同意后，送市劳动局革委会审查”⑦。这意味着小三线的职工主要是来自上海市的计划调配。而
职工和家属在进入小三线后，即纳入到工厂管理体系中，若要调回上海工作或者通过上大学、征兵等
离开小三线，亦需要劳动部门的批准。小三线移民这种组织严密的特征，使得我们可以通过职工人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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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变化来精确还原小三线移民的全过程。

职工的迁入与三线厂的迁建是同步进行的。第一批１５个迁建单位从１９６６年３月陆续开工建
设①。１９６６年春至１９６９年冬，上海先后在安徽皖南旌德白地、孙村、蔡家桥、桥埠和旌阳建成或开工
建设井冈山机械厂、东风机械厂等１２个小三线企业以及３个配套服务性单位，并在旌阳设立了上海
市后方仪表电讯工业公司。伴随着小三线厂的迁建，上海职工随之迁入，到１９６９年年底，小三线在旌
德县内的职工人数已达９０００余人②。这其中包括１９６８年直接分配到皖南小三线的大专、中专、技校
毕业生和学徒共计１４００余人，其中大专毕业生１９０人，中专毕业生２９０人，学徒９１０人③。上海小三
线企业在１９７０年之前是不被允许从当地或者外地招收职工的，因而这一阶段绝大多数的职工是直接
来自于上海的行政调配。

珍宝岛事件发生后，中苏之间战争危机加剧，并直接刺激了１９６９～１９７１年间三线建设出现一个
新高潮，上海小三线也不例外。１９６９年，上海小三线实际完成基本建设投资５２００万元，土建面积１８
万平方米，相当于前三年工作量的总和④。而１９７０年为了抢建以五七高炮为重点的项目⑤，投资大幅
度增加到１２　７１２万元，竣工土建面积３９万平方米，相当于前四年的总和。建成投产的工厂数大幅度
增加，１９６９年基本投产的工厂是７个，到１９７０年增加到２１个，生产品种从１９６９年的２６个增加到

１９７０年的７８个。１９７１年继续投资１０　０８６万元，土建面积２０万平方米⑥。上海小三线的军工厂主要
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⑦。到了１９７２年，基本建设投资开始回落，下降为８５８８．９万元。１９７２年的投资
主要用于扫尾、扩建和补缺，诸如修建仓库、宿舍、供水设备、冷库、粮库、中学、医务室等配套设施，只
有少数如金星化工厂、红星化工厂、卫星化工厂、胜利水泥厂等是续建或扩建，而其他基本上已经建设
完成⑧。１９７３年的基建投资进一步下降到５４２５．２万元⑨。上海小三线的建设高潮过去，主体工程建
设已大体完成。

由于小三线厂建设征用部分耕地，招收征地农民进厂的要求随着工厂完工而逐渐强烈。截至

１９７０年，三线厂在皖南共计征地４０９３亩，在浙江昌化征地１８７亩，主要集中在绩溪、旌德、宁国三县。

皖南地区地少人多，一般人均土地一亩左右，征地之后劳动力过剩矛盾更加突出瑏瑠。由于在工厂兴建
之初，征地农民尚可以到工地打短工，获取工资，征地对农民的生计影响不大，但是工程结束后，生计
问题即刻凸显，因而迫切要求工厂招工。在这种情况下，小三线厂开始陆续吸收了一批征地农民进
厂瑏瑡。在这之后几年中，征地农民成为小三线职工的来源之一，如１９７２年仪表电讯公司新增固定职
工８８２人，其中征地工２４４人，占新增职工总数的２７．７８％瑏瑢。对这一时期移民规模的估计，需从新增
职工人数中扣除那些来自当地的征地工人数。由于缺少１９７２年小三线全体职工总数，而只有仪电公
司下属的２０个工厂的职工数据，因此此处以仪电公司的数据进行估算。仪电公司从１９７４～１９８３年
历年职工人数占小三线全体职工人数的比重大致稳定保持在２１％～２３％之间，而１９７２年仪电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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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人数为８７０３人，新增固定职工８８２人，如按照２２％计算，１９７２年小三线全体职工大致为３９　５５９
人，新增职工４００９人。在这些新增职工当中，如果按照２７．７８％的征地工计算，即有１１１４名征地工。
这个数据与１９７０年档案中直接记载的招收征地工一千余人的规模大体相当①，因而１９７２年征地工
人数的估计是比较可靠的。由此推算，１９７２年从上海净迁入皖南小三线的移民人数约３０００人。
征地工基本上集中在１９７０～１９７３年间。小三线厂的基建大体停止后，也就无须再大规模征地。

此后，从农村招工进厂的人数锐减。例如，后方基地轻工局１９７４年新增固定职工９５０人，其中９３３人
是从上海的固定职工调入，９人是统一分配的技校、卫校、师范学校毕业生②，此时新增职工的来源中，
已经基本不见征地工的身影了。上海市与皖南小三线之间的人口迁移，重新回到最初的封闭状态，即
人口迁移以上海迁往皖南为主，皖南回流上海为辅，而与外界的人员交换很少。
由于职工内迁是与三线厂的迁建结合在一起的，所以在７０年代初期的建设高潮过后，由于没有

大规模新建工厂，职工人数的增加也趋于平稳。在７０年代中后期，皖南小三线规模最大、最集中的一
批移民是１９７５年年底上海分配一万余名无去向代训艺徒。
当时，上海市劳动部门正在为如何安排外地的代训艺徒而感到棘手。１９７１年到１９７３年３年内，

上海为外地代训的学徒共计４．３万人，其中大部分陆续回到外地。但是到１９７５年１１月，仍有１．２５
万名的代训艺徒外省市不愿意接收。尽管上海市曾就此与外省市和国家计委劳动局多次协商，但由
于各省市都在开展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加之劳动指标控制比较紧，外省市仍不肯接收。麻烦不仅于
此，代训学徒在进上海培训之初，便明确未来安置回外地，如果此时安排到上海的工厂，则容易引起已
去外地的代训学徒及其家长的思想波动。因而如何安置代训艺徒显得进退两难。而与此同时，正好
皖南小三线向上海市劳动局提出增加劳动力的要求。由于自１９７５年年初开始小三线的生产指标大
幅度提高，如遵义厂原设计每年生产单路载波机３５０台，但在１９７５年被要求生产３５００台；东方红厂
原规划生产固体电路５万件，此时被要求生产５０万件；为民磁性材料厂的生产任务则比原计划大幅
度提高了１６倍。为此，后方基地便向上海市劳动局要求增加劳动力，调拨１５００人进后方，９月份又
进一步要求调拨２０００人③。小三线增加劳动力的需求正好与当时无法安置代训艺徒的问题碰到一
起，于是上海市便决定将这１．２５万名代训学徒分配到后方小三线和四个原料基地工作④。
在此影响下，小三线职工人数迅速增加，从１９７４年的４１　５７７人，增加到１９７５年的５８　１４６人和

１９７６年的６０　８１０人。后方轻工公司１９７５年新增加固定职工２０２０人中，１４１５人是代训艺徒；机电公
司是年新增固定职工９２１人，其中代训艺徒５８２人⑤。在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间代训艺徒基本上集中安置
完毕。到１９７７年，整个皖南小三线安置代训艺徒１７５３人，而到１９８０年安置的代训艺徒仅有５０人⑥。
虽然最初计划安置代训艺徒一万人，但到１９８１年，共在小三线安置了１７　２００余艺徒⑦。
代训艺徒的集中到来，给上海皖南小三线形成了严重的冲击。小三线一时间无法吸收这些青年

艺徒，职工总数的迅速增加，直接导致了１９７６年的人均劳动生产率下降了１２％，而作为代训艺徒主
要接收单位的轻工公司和机电公司，受到的影响更为明显，轻工公司人均劳动生产率下降了２７％，机
电公司下降了２５％⑧。另外，代训艺徒在工种上并不能满足小三线企业的需求。后方仪表电讯工业
公司对分配下来的２７００人进行摸底发现，有些工种大量过剩，尤其是车工、钳工、电焊工、无线电修理
等均过剩，而对于后方有需要的炊事员、司机、漆工、泥木工、电镀、钣金、线切割等工种却缺口很大，造
成安置困难⑧。此外，由于代训艺徒绝大多数是男性未婚青年，他们的集中到来使得小三线的男女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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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③

④

⑥

⑦

⑧

《上海市劳动局关于“八一二”指挥部需要安排征地农民的情况调查》（１９７０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１２７－３－
１１９－３０。

⑤⑧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１９７４年至１９７６年劳动工资年报表》（１９７４～１９７６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６７－１－５２。
《上海市后方仪表电讯工业公司申请劳动力及职工子女安排问题报告》（１９７５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７０－２－８２。
《关于动员１２　５００名代训学徒去后方小三线和原料基地工作的请示》（１９７５年９月２３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１２７－３－
１７０－１９。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１９７９年劳动工资年报表》（１９７９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６７－１－１１４。
《上海小三线情况汇报提纲》（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１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１－９－４０５。
《关于招收无去向代训艺徒工作小结》（１９７５年），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７０－２－８３。



例失衡问题更加突出，加剧了小三线的婚配困难①。
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初期建设和工人进驻基本完成后，大规模的人口流动便基本停止。除了１９７５

年大规模的代训学徒进入外，在７０年代中后期到８０年代间，上海对小三线人口输出的规模并不大，

从小三线回流上海的职工人数也不多。从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小三线各个工厂的职工人数变动可以清晰
地反映出这个特征。小三线职工总数在１９７６年达到６万人的峰值（职工６０　６０７人，家属１５　９０１人，

合计７６　５０８人）②，此后则逐渐减少，在２０世纪７０年代末８０年代初，维持在５．６万人上下，工厂职工
基本稳定，既没有大规模的职工迁入，也没有大规模的职工迁出。人口流动的停滞造成的后果之一，
是随着职工年岁的增长，企业技术力量和生产骨干出现断层。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小三线干部和工
程技术人员普遍超过５０岁，而一线的生产工人绝大多数超过２８岁，炼钢炉前工、电子仪表精细加工、
机床剃刮工甚至处于无人接替的状况③。

至１９８１年，上海皖南小三线共有职工５６　２４０余人，其中从上海去的约４７　４００人，占８４％，包括
由上海老厂动员去的职工１６　６００余人，大专、中专、卫校和１９６８、１９６９届技校统一分配的约８５００人，

１９７５～１９７６年安排的无去向代训艺徒等约１７　２００人，高初中毕业生分配的约２８００人，其他本市调入
的约２３００人④。从外地调入人口８８４０人，占１６％，包括为解决上海职工夫妻分居问题调入小三线的

２３００人，从外省市回收支农工和退休顶替的３１００人，因小三线建设需要调入技术管理骨干及落实政
策安排等９００人，其中夫妇双方均为外地的８４０人，当地征地工及其家属约１７００人⑤。

三　安　　置

尽管三线建设强调“先生产，后生活”，但数万人进山后，安置工作仍是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而住
房又是最为基本的问题之一。小三线厂按照“靠山、分散、隐蔽”的原则，选址布局多在隐蔽的山区密
林间，缺乏必要的生活设施。为了优先保证生产建设，职工住房建设被置于相对次要的位置。按照
“节俭办工厂”和生活用房节俭的原则，职工住房多就地取材，以仿照皖南当地农村的“干打垒”或者砧
木结构的住房为主。相对于城里的楼房，农村“干打垒”便显得十分简陋。房屋多为平房，按定制，地
面一般做１０厘米灰土地面或原土夯实，铺上５厘米厚的卵石。墙体则为全空斗墙，内墙刷柴泥，外墙
做纸筋面层或清水墙。木门、木地板、木楼梯等刷桐油。多数房屋不做地基，只用原土夯实，因而房屋
并不牢靠。即便如此，为了尽可能减少非生产性支出，各厂在建造职工宿舍时，仍以单身宿舍为主，按
全厂人数８５％计算建造，每人３．５～４平方米，而家属宿舍则按全厂人数的１５％计算建造⑥。这种以
单身宿舍为主的住房结构，在很大程度上抑制了职工家属的随迁。而在有限的家属宿舍中，又以中小
户型为主（小户为一间卧室，两户合用厨房，建筑面积２２．０平方米；中户为大小各一间，厨房合用或独
用，建筑面积３３．０平方米；大户为二间卧室，并有厨房，建筑面积４４．０平方米），大、中、小户的比例，

一般按小户４５％，中户４０％，大户１５％⑦。因此，小三线在住房问题上具有明显的政策导向性，尽管
政府意识到家属随迁对于职工扎根山区的重要性，也曾在不同场合要求尽可能地创造条件让家属随
迁，但是在职工住房的建造和安排上，却背道而驰，严重制约了家属的内迁。上海市政府对此曾表示
宜“采取分期分批的办法逐步解决”⑧，然而这个问题并没有得到很好的解决，整个２０世纪七八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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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上海在皖南小三线部分未婚青年职工的婚姻问题的意见》（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０日），上海市档案馆
藏，档号：Ｂ１－９－２５７－１３。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后方职工和家属人数年度统计表》（１９７６年１２月２２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６７－２－２８２。
《中共上海市工业党委、经委、国防科工办对上海小三线调整的请示、报告》（１９８４年７月１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２４６－４－
７８７。
《上海小三线情况汇报提纲》（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１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１－９－４０５。
《关于上海小三线调整中人员安置意见的请示的说明》（未刊稿）（１９８６年５月６日），转引自崔海霞：《上海小三线社会研究》
（博士学位论文），上海大学２０１３年，第４１页。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工业组关于生活用房建筑标准的批复》（１９６７年１２月２１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２４６－１－１０６－２２。
《八一二指挥部关于调整后方工厂生活用房建筑标准的通知》（１９７０年２月２８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１５４－６－１１６－２６。
《关于后方小三线建设搬迁工作中若干问题请示报告》（１９６６年７月２２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６７－２－２６。



代，小三线的家属人数比例始终未超过２０％。家属宿舍的短缺后来逐渐演变成小三线安置中一个突
出的矛盾，后方基地管理局在给上海市的一份报告中称：“有的已结婚仍住男女集体宿舍，如火炬厂在
国防工业大检查中发现一间妈妈宿舍中住三位已结婚的带孩子的女同志，晚上三顶帐子实际上住有
三户人家，影响很不好。”而即便是这样的集体宿舍也十分紧张，有些职工不得不住在工厂的活动室、
招待所、办公室、仓库等房之内，甚至住在单位的理发室、豆腐坊等①。
住房条件的限制不仅影响到已婚职工的家属内迁，也影响到了青年职工的婚姻问题。随着年岁

的增长，青年职工结婚的要求越发强烈，但是家属宿舍的短缺却是一道难题。后方基地提交的一份报
告中称：“家属宿舍的建设仅七四年、七五年安排过二千户，七六年、七七年均未安排。目前（指１９７８
年）已结婚没有住房的达九百多户，今年要结婚的近一千三百户，除了已在建设的家属宿舍解决六百
户外，今年到年底结婚无住房的将近一千六百户。”③

青年职工结婚在７０年代前期出现，之后逐渐成为安置工作中一个突出的难题。住房的限制仅仅
是一方面的原因，更重要的是小三线厂特定的生产方式和布局结构。小三线厂所需工种以男性为主，
造成企业内部男女比例严重失衡。例如贵池钢厂职工人数５０００余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男工。而

１９７５年上海市将万余名代训艺徒集中安置到后方基地，造成小三线的男女比例严重失衡，进一步加
剧了小三线的婚姻困难④。加之后方工厂地处偏僻山沟，对外联系困难，青年职工难觅对象。据统
计，到１９８０年，整个上海皖南小三线共有未婚男青年１３　０７２人⑤，其中３０周岁以上的有１０１５人⑥。
婚姻问题无法解决，使得“未婚职工长期不能安心三线建设，因而向中央、市和有关部门反映情况的来
信、来访日益增多，要求调沪工作的也越来越多”⑦。
然而婚姻问题在７０年代并未引起上海市政府的重视。早在１９７３年，贵池钢厂曾就１０００余名青

年恋爱、婚姻困难的问题向上海市有关部门请求解决⑧，但并无下文。婚姻问题遂渐成为小三线职工
无法安心扎根皖南的原因之一。直到８０年代初，小三线面临军工订单大幅度下降和“军转民”的严峻
形势，作为使小三线职工安心扎根皖南的补救性措施之一，上海市才开始着手修补小三线职工的婚姻
问题。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０日，上海市国防办出台《关于解决上海在皖南小三线部分未婚青年职工的婚姻
问题的意见》，提出：１．劳动局每年下达给后方招工指标；２．从市属农场招收未婚女青年为正式职工进
小三线；３．小三线职工自找对象后可到三线厂落户、工作；４．从市区街道里弄找对象，办理结婚登记手
续后，如愿意将户口迁入三线厂，可吸收为正式职工；５．３５岁以上仍找不到对象的可找农村姑娘，婚
后转吃商品粮，并吸收为三线生活福利集体事业职工⑨。此后，小三线厂纷纷开始扮演“红娘”角色，
积极为厂青年职工寻觅对象。１９８１年１１月，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团委成立了２４个婚姻介绍所，并
在上海《青年报》等报刊上刊登招收女职工启事瑏瑠。据称，上海小三线先后有３０００名青年在这前后解
决了婚姻问题瑏瑡。
上海皖南小三线职工日常生活所需的粮食、副食品、日用品等主要由上海供应。其中粮油指标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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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关于后方小三线体制和急需解决几个问题向市委请示报告，附件二之四关于职工生活用房问题的情况和意见》（１９７８年

８月１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６７－２－３７０。
《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上海在皖南小三线部分未婚青年职工的婚姻问题的意见》（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０日），上海市档案馆
藏，档号：Ｂ１－９－２５７－１３。
《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关于解决上海小三线未婚青年职工婚姻问题的意见和本局贯彻意见及情况汇报》（１９８０年７月９日），上
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６７－２－５９５。
《上海市劳动局关于小三线男青年婚姻问题修改意见》（１９８０年６月２５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１－９－２５７。
《关于后方小三线体制和急需解决几个问题向市委请示报告，附件二之十九关于后方３０岁以上职工的婚姻问题》（１９７８年８
月１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６７－２－３７０。
《关于解决本厂大批男青年对象问题的报告》，上海八五钢厂编：《上海八五钢厂大事记》（未刊稿），１９８７年，第４７页。

上海八五钢厂编：《上海八五钢厂大事记》（未刊稿），第１４４页。

曹晓波：《满腔热情做红娘　皖南迎来好姑娘———后方基地成立二十四个婚姻介绍所》，《新民晚报》，１９８２年２月１日，第１
版；《八五钢厂团委启事　为我厂男青年寻找对象》，《青年报》，１９８０年１０月１０日，第３版。

史志定：《后方基地三千青工喜结良缘》，《上海工运》，１９８３年２月２５日，第２～３版夹缝。



从上海转拨到安徽，再由安徽省粮食厅下拨到基层①。而自１９７０年６月起，对肥皂、香烟、食糖、胶
鞋、牙刷、牙膏、面盆等三十种商品，由上海商业部门采取临时供应的办法②。除了当地的商业网点
外，各个厂都设有自己的小卖部，日常生活用品通过小卖部自行销售。蔬菜供应相对困难，主要从当
地县城购买，或者通过搞“五七生产”，由工厂自行开荒种地，补充蔬菜等副食品，据不完全统计，到

１９７８年年底，上海小三线共开垦荒地３０００多亩，收获各种蔬菜１７３３万斤，养猪２万余头，在一定程
度上缓解了副食品供应困难③。此外，小三线职工也在闲暇时间捕捉鱼虾、螃蟹、田鸡、黄鳝等，或者
私下向当地农民购买鸡蛋、山核桃等土产，作为副食品的补充④。

前文已述，为了减少动员阻力，中央曾于１９６５年规定内迁职工的粮食定量标准“就高不就低”，为
期是半年到一年⑤。这一政策在后续的执行过程中逐步被调整为“向当地看齐”。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０
日，安徽省在《关于上海市在我省进行三线建设人员口粮供应问题的通知》中规定：“凡上海市三线厂
的职工及其家属的粮油关系转入我省的，其粮油供应标准，职工暂按原上海定量，食油一律按我省当
地标准供应。”⑥职工的粮食标准虽然维持不变，但食用油的供应标准已向安徽看齐，而三班制生产工
人的夜餐粮补助，也是按安徽省的标准执行。副食品供应方面，１９７４年上海市革委会财贸组要求“上
海小三线的副食品供应，原则上应按当地标准供应”。日用品方面，尽管上海市要求“凡上海货源有可
能，尽量挤一部分给以支持……但与上海市场相比，还有一定差距”⑦。１９７５年，上海市提出“后方基
地供应标准，原则上应向当地看齐”，在粮油、日用品、副食品等方面降低供应水平⑧。这让小三线职
工普遍觉得“吃亏”。到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上海市准备对小三线存在的问题进行调整时发现，工人们
对物资供应水平的降低积怨已久。“群众意见比较大的是生活标准上‘就低不就高’，工资标准安徽低
于上海，照安徽的；粮食定量上海低于安徽，照上海的；布票安徽不发专用券，照安徽的；等等。这些看
来是小问题，但关系职工切身利益，使三线职工感到吃亏了。”⑨

此外，为了满足小三线职工子女教育需要，后方陆续成立了９所中学、３９所小学，教职员工和学
生共６０００余人，但是限于师资力量和资源有限，教育质量堪忧瑏瑠。医疗卫生方面，小三线从１９７０年
起先后设立了四家综合性医院（瑞金医院、古田医院、长江医院、天山医院），同时，每个工厂设立医务
室。对于一些服务性的行业如理发、修补等，则通过组织职工家属自力更生解决瑏瑡。每星期一到两场
的电影，是主要的文娱活动。

在空间布局高度分散且封闭的条件下，小三线厂不仅是一个生产性单位，也是一个社会保障机
构，不仅承担了职工住房、婚姻等问题，还承接了教育、医疗、食品、生活物质供应等各方面的社会福利
保障职责。由于小三线厂车间散布在群山之间，厂与厂之间、车间与车间之间的交通联系不便，因此
各个厂就形成了“小而全”的后勤保障体系。位于贵池的八五钢厂在厂区附近建有西华、大冲、２８Ｋ、

八五新村四个家居区，除了８１　４９４平方米的住宅外，还有食堂、菜场、小卖部、理发室、托儿所等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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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　《关于上海市在我省进行三线建设人员口粮供应问题的通知》（１９６９年１１月１０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１３５－４－
１７８－２６。

⑦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财贸组关于６１５所、５７３厂、大屯煤矿、金山石化总厂、上海小三线、上海后方基地等商品价格、供应问
题的请示及中共上海市委批复》（１９７４年１１月２１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２４８－２－６８３。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史编写组：《上海小三线党史》（未刊稿），１９８８年，第５３页。

蒋美珍访谈记录（蒋时为上海后方基地长江医院司机），时间：２０１４年６月１０日，地点：上海峨山路蒋美珍办公室，采访人：胡
静。
《关于解决上海迁入徽州地区企事业单位户口粮食的几点意见》（１９６８年１２月２９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６７－２－７３。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后方基地商品供应问题的意见》（１９７５年６月４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１０９－４－４５９－８２。
《中共上海市国防工业委员会办公室关于召开小三线上海市人民代表座谈会的会议纪要》（１９８２年４月５日），上海市档案馆
藏，档号：Ｂ１－９－８３７－１０。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办公室基地党委关于后方小三线体制和急需解决几个问题向市委请示报告》（１９７８年６月），上海市
档案馆藏，档号：Ｂ６７－２－３７０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财贸组关于商品供应措施和“小三线”职工供应等问题的请示、通知及市委的批复》（１９７１年６月６日），

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２４８－２－３４０。



设施和小学、技校、幼儿园、卫生保健总站等文教卫生设施，形成了一个无所不包的“小社会”①。
作为外来移民的小三线职工们在安置过程中离不开当地公社和农民的支持。当地农村对小三线

的支援是多方面的，皖南地方政府和人民为了支援上海小三线建设，专门划出９．２７平方公里的土地，
其中一部分还是旱涝保收的良田，供小三线单位征用。安徽地方政府还帮助上海小三线管理部分职
工和家属的户口，处理一些较为紧迫的或涉及地方的治安事件②。此外，当地农民也曾为小三线职工
提供住宿，并协助解决生活中的部分实际困难③。地方政府和当地农民的支持对于小三线职工的安
置乃至整个小三线建设曾起到重要作用。

四　回　　城

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明显的变化，战争的阴云已逐渐散去。继续推进三线建设
的必要性大为降低，军需订单随之大幅下降。１９８０年上海小三线的军工生产任务较上年度下降了
４４．８％，１９８１年再下降２１．２％，总产值从１９８０年的４．１亿元继续下降到３．２亿元。上海小三线５４
个工厂中处于停建缓建、全停工和半停工状态的约占厂数的６３％④。１９７９年，全后方上交国家利润
６７７０万元，亏损企业４户；１９８０年上缴利润３０２３万元，比１９７９年下降了５４％，亏损企业增至１０户；

１９８１年，上缴利润仅２０３万元，又比上年下降了９３．３％，亏损企业扩大到２３户，约占全部企业的
４４．４％。⑤ 在此形势下，对小三线进行战略性调整势在必行。国务院国防工办和国家计委、总参、五
机部等在１９８０年对华东和华北地区小三线军工厂进行了调查，并于当年１１月在北京召集各省、市、
自治区国防工办的座谈会，着手布置小三线的调整事宜⑥。此后，上海小三线便进入了１９８０～１９８５
年的“军转民”时期。需要说明的是，在“军转民”时期，强调的是小三线从军工向民品生产转型，政策
意图层面仍然希望巩固和发展上海小三线，而不是解散和放弃小三线，是希望职工扎根皖南，而不是
撤回上海。１９８０年１１月，上海市即着手准备调整工作，最先开始调整的是直接生产军品的１７家军
工厂⑦。这１７家军工厂中，除了九三三七厂和九三八三厂因其生产的新四〇火箭筒和新四〇火箭弹
质量稳定且军队仍有需求外，其他１５家军工厂均进行大规模的调整⑧。
然而“军转民”并非易事。原本依赖军工订单的小三线在转向市场的过程中遇到了极大的困难。

小三线企业“山、散、洞”的地理分布格局极大地增加了生产成本，导致产品在市场上缺乏竞争力。在
计划经济体制下，小三线企业的生产原料需从上海运进皖南山区，形成产品后，又必须运回上海进行
销售，往返八百余公里的路程极大增加了运输成本，因此，“军转民是一个难关，转型之后负担更加重
了”⑨。加之闭塞的山区也造成企业对市场信息不灵敏，销售困难。１９８３年，小三线厂的全员劳动生
产率为６２９６元，仅为上海市平均水平的２２％，百元固定资产实现的利税６．２元，只有上海市平均水
平的９．１％，企业亏损比例和规模继续扩大瑏瑠。
形势的变化已使小三线职工的回沪意愿越来越强烈。１９７９年２月，贵池钢厂少数青年职工以

“６８届半中技４１９联络站”名义，在该厂驻沪办事处门口张贴海报，要求“落实政策”“重新分配”，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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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八五钢厂编：《上海八五钢厂大事记》（未刊稿），第４页。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史编写组：《上海小三线党史》（未刊稿），１９８８年，第５０页。

洪明来访谈记录（洪原系原龙岗村村支部书记），采访时间：２０１２年５月２１日，地点：安徽省东至县香隅镇龙岗村，采访人：胡
静。
《上海小三线情况汇报提纲》（１９８１年７月１１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１－９－４０５。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史编写组：《上海小三线党史》（未刊稿），第６０～６１页。
《国务院国防工办关于调整各省、市、自治区小三线军工厂的报告》（１９８１年４月６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１－８－１７８－２６。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上海市小三线军工厂调整的意见》（１９８０年１２月１２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１－８－７６－１５５。
《上海市人民政府关于调整本市小三线军工厂的通知》（１９８１年１１月３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１－８－１７８－２６。

许汝钟口述，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１４７页。
《中共上海市工业党委、经委、国防科工办对上海小三线调整的请示、报告》（１９８４年７月１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２４６－４－
７８７。



回沪①。有些青年职工则私下回沪设摊做生意②。同时，也陆续出现小三线职工通过私下渠道回上海
市区工厂企业就职的现象。对此，市政府发文禁止此类私招三线职工的做法，并要求市区各个单位在
处理大、小三线职工要求回沪问题时，“应教育职工安心三线建设，并积极动员其家属调往大、小三线
地区团聚，而不是擅自将职工调来本市工作”③。为了将小三线职工稳定在当地，上海市政府针对小
三线存在的诸如婚姻、户口、待遇、医疗、教育等实际问题，出台了一系列政策，例如自１９８０年起给小
三线职工发放每人每月５元的“进山津贴”④、为小三线招收适当的女工、从市区选派医生和教师支援
皖南等等⑤。然而这种小修小补的措施并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沿海城市与内地山区之间的经济落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三线职工无法长期扎根山区。１９８５

年７月，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朱宗葆到小三线调查时，听到小三线干部职工们说的最多的一句话
是：“我们在皖南工作是献了青春献子孙。我们青春献给祖国也就算了，要我们子女也和父母一样，我
们心里不平衡。”⑥毛德宝当年在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从事党委信访工作，每年收到职工来信１０００多
封，其中最多的就是要求回上海。一方面山区条件艰苦，另一方面，许多小三线职工的父母小孩都留
在上海，老人需要照顾，小孩需要教育，“家庭困难的加剧，大家更想回上海”⑦。

“军转民”的困境并非上海一家独有，其他省市的小三线面临着类似的困难，这使得中央不得不重
新思考小三线的未来出路。转折点出现在１９８４年，这年３月１０日，时任国务院总理赵紫阳在视察湖
南小三线时，对小三线企业的发展方向、管理体制改革等做了新的指示。此后，上海市开始转变对小
三线厂的政策，提出让小三线厂与郊区工业企业实行联合，将小三线厂和职工逐步接纳回上海⑧。但
是，当时上海市政府对小三线职工回城仍十分审慎。在关于小三线调整的市委常务会议上，上海市市
长表示，“原则是，发展安徽；以联营的名义到郊区，进市区这个口子决不开”。朱宗葆则在皖南调研时
表示，“我们来的时候，有先有后，走的时候也要有先有后”。上海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书记王昌法称，
“不能一哄而上搞回城风”⑨。为此，上海市制定了“三先三后”的原则，即先企业、后机关，先工人、后
干部，先职工、后领导，分期分批地安置职工返回上海市郊，安排职工分期分批地返沪瑏瑠。在此后的三
年中，数万小三线职工陆陆续续回到上海，回城过程大体是平稳有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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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八五钢厂编：《上海八五钢厂大事记》（未刊稿），第１０６页。
《一个值得注意的动向———后方青年中弃工经商问题严重》（１９７９年１２月３１日），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委办公室编：《后
方动态》（２９期），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６７－２－４３６。
《上海市人事局、上海市劳动局关于支援大小三线建设职工调沪问题的报告》（１９８０年５月２６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１２７－６－９０。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关于试行竣工三线进山工作津贴请示和市劳委的批复》（１９８０年９月），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

Ｂ６７－２－５９９。
《余琳、席炳午、张梦莹关于巩固和提高小三线的工作当前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的汇报》（１９８０年４月１９日），上海市档案馆
藏，档号：Ｂ１－９－１９４－５１。

⑦　许汝钟口述，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４３、１７０页。
《中共上海市工业党委、经委、国防科工办对上海小三线调整的请示、报告》（１９８４年７月１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２４６－４－
７８７。

王德敏（时任上海市常务副市长朱宗葆秘书）：《１９８５年安徽上海小三线调研日记》（未刊稿）。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史编写组：《上海小三线党史》（未刊稿），第１０７页。



上海轻工系统在安徽“小三线”职工安置情况表 单位：人

职工／工厂 利民 曙光 红星 红光 光明 光辉 燎原 万里 公司 小计

在册职工总数 ３５７　 ４５９　 ７４４　 ５９７　 １５１８　 １４１０　 １０２５　 １３６５　 ６８　 ７５４３

回沪职工

小计 ３５０　 ４５８　 ７２１　 ５７６　 １４５４　 １３３２　 ９７８　 １２９２　 ６８　 ７２２９

全民 ３４０　 ４４７　 ７０７　 ５６７　 １４０９　 １３０６　 ９４３　 １２４７　 ６８　 ７０３４

集体 １０　 １１　 １４　 ９　 ４５　 ２６　 ３５　 ４５ ——— １９５

留皖职工

小计 ７　 １　 ２３　 ２１　 ６４　 ７８　 ４７　 ７３ ——— ３１４

全民 ７　 １　 ２３　 １９　 ６ｌ ７７　 ４５　 ７１ ——— ３０４

集体 ——— ——— ——— ２　 ３　 １　 ２　 ２ ——— １０

　　资料来源：《上海轻工业志》编纂委员会：《上海轻工业志》，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１９９６年版，第４４０页。燎原厂外调２人未统计

在内，另有光明厂２人劳改留皖。

到了１９８８年，绝大多数的小三线职工都已回沪。上海机电系统在皖南的１１　２９８名职工中，

９６．８７％都按政策回沪①。上海轻工系统在皖南的在册职工中，９６．８８％也都回到上海。整个后方基
地回沪职工５０　９９４人，去外省市２１６人，安置留皖职工１４６９人②。１９８９年年底，小三线返沪干部、职
工５２　６５４人全部落实了安置单位。上海市为小三线职工安排建造了１００万平方米的新房，分布在闵
行、吴泾、莘庄、泗塘、吴淞、桃浦、浦东、松江、南翔、青浦等三十个规划地区。同时，前方主管局、联营
老厂和后方企业还通过搭建临时过渡房、内部调剂、购买商品房等办法安置了一部分特困户，缓和了
住房矛盾。③ 到１９９０年年底，已有８０％的职工分到了新房，返沪后的各项调整工作也基本结束④。

五　小　　结

从１９６５年陆续进山，到１９８８年全部撤回，七万余上海皖南小三线职工和家属经历了从城市到山
区，再又回到城市的流转过程，前后共计２４年。在最初动员进山时，曾号召职工扎根三线⑤，并在后
续的思想教育和相关政策中不断传递“扎根三线”的理念⑥，然而，上海小三线职工和家属在皖南落地
长达２０余载，却依然没有在当地生根。

在管理体制上，上海小三线虽然地处皖南，但本质上是上海的一块飞地。后方基地的职工由上海
输入、资金由上海提供、工厂的原材料来自上海，产品也重新运回上海，工人们的粮食、蔬菜、香皂、香
烟、自行车等日用品都由上海供应，甚至于电影放映都与上海同步。上海专门成立了一个和其他局级
单位平行的后方基地管理局，来管理皖南山沟里的那些工厂和单位。虽然皖南的后方基地与上海市
相隔４００余公里，但仍然是上海的一部分。在性质上，小三线企业仅仅是上海企业在空间上搬迁到皖
南而已。加之小三线厂的军工性质，具有高度保密性和封闭性，因而并未融入地方经济体系当中。城
乡二元分隔体制造成小三线职工与当地农村人口之间并未发生实质性的融合。小三线的职工和家属
属于吃商品粮的城市人口，尽管三线厂地处农村山区，但他们不可能融入到皖南的农村体系中去，而
当地农民除了少数征地工外，更是无法逾越城乡壁垒，进入小三线厂的城市体系。小三线厂的男青年
尽管找对象困难，但却极少娶当地女性，正是这种分隔的例证之一。体制上的分隔在无形中给小三线
厂包裹了一层隔膜，使得它们几乎与皖南山区完全隔离开来。

·７１１·

①

②

③

④

⑤

⑥

当代上海研究所编：《当代上海大事记》，上海辞书出版社２００７年版，第３７２页。
《关于上海在皖南小三线交接工作结束的报告》（１９８８年８月２０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６７－１－３１６。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党史编写组：《上海小三线党史》（未刊稿），第１１０～１１１页。
《上海市后方基地管理局１９９０年工作回顾和１９９１年工作打算》（１９９１年１月１０日），上海市档案馆藏，档号：Ｂ６７－１－３１３。

许汝钟口述，徐有威主编：《口述上海———小三线建设》，第５９页。

如贵池钢厂在一份征地报告中称，贵池钢厂职工和家属过万人，请求征用梅街大队４２０亩的毛草山、林山等用于建设“五·

七农场”，自行种植蔬菜，以弥补副食品供应不足的问题，目的是“使广大职工和家属扎根三线”［《关于征、拨土地申请书、协
议书》（１９７６年２月２９日），安徽贵池县档案馆藏，档号：１５－９０］。



依靠行政力量动员的小三线移民，缺乏必要的经济基础，一旦外在的行政动员压力消失，人口迁
移便出现反弹。尽管并不能否认部分职工在内迁时是完全自觉自愿的，但同样也不可否认，外在的动
员和政治压力是将职工从上海推送到皖南的主要力量。支内行动要求职工们为了国家的战略需要牺
牲个体的利益，这种集体主义的做法在当时是一种被鼓励和赞扬的政治道德。然而政治道德并不能
完全取代经济和物质的需求，对移民个人利益的损害，从根本上决定了小三线移民无法持久。“其实，
到小三线大家都是不安心的，都想回上海。在那个地方，扎根比较难的，扎不下去。”①鉴于皖南山区
与上海在生活、教育、医疗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许多小三线的职工选择将妻子儿女留在上海而只
身前往小三线。当时这种两地分居的状况相当普遍，因此，尽管许多小三线职工身在内地长达１０余
年甚至２０余年，但其家庭、子女、父母等都在上海，因而根也还在上海。
当２０世纪８０年代初外在形势发生根本性变化时，小三线职工回沪的意愿便集体宣泄出来。

１９８５年上海方面着手准备将小三线撤回上海后，后方厂的干部和工人都非常兴奋，他们对担任上海
小三线调整工作小组副组长的李晓航说，“小三线调整是众望所归，没有一个人反对，都赞成，你干了
一件大好事”。与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层层动员不同，小三线的职工们为了自己的企业能早点回上海，“大
家拼命生产，赚足回上海重建的钱”，这时候“是不用动员的”②。
在移民问题研究中，土客互动和矛盾是重要的问题之一。本文着重从小三线发展演变的角度探

讨小三线移民主体从城市进山，再从山区回城的历史过程，以此作为了解小三线发展演变的一个切入
点。小三线与当地政府、公社、生产队以及农民之间的互动关系是小三线研究的重要方面。当时城乡
之间的体制性分隔不仅造成小三线移民无法扎根当地，也使得小三线职工与当地农民之间的交流和
冲突有别于通常移民问题中的外来移民与原住居民之间的互动关系，对此，笔者将另撰文单独探讨小
三线与当地之间的互动关系问题。

收稿日期　２０１４－１１－２０
作者陈熙，上海高校智库———复旦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博士后，上海，２００４３３；徐有威，上海大学历
史系教授，上海，２００４４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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